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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体，通过建立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模式，能够为科技创新制度研究提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样本。采用社会过程研究方法，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对新加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历程进行梳理，探究新加坡科技创新制度建设与演变逻辑，并归纳其建设经验。研究发现，危机意识是新加坡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初始因素。在此过程中，新加坡政府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连续制定国家层面的整体战略规划、动态调整科技创新相关政府部门架构和职能、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等方式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制度供给体系；继而通过全过程资金支持、实体框架建设与人才储备积累等方式为制度实施提供支持。借鉴新加坡经验，中国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可充分发挥政府力量，从用活资金策略、构建依赖网络等方面着手，逐步实现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累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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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Singapor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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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gapore, as a key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in Asia, has established a diversifi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king it a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case for study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study delves into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logic of Singapor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us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t employs the social process research method, which involves examining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processes that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Singapor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and draws on a wealth of data, including historical policy documents,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case studies of successful innovation initiatives. Key data points include Singapore's ranking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its investment in R&D, and the expansion of its startup ecosystem. It is concluded that a sense of crisis was the initial factor that prompted Singapore to shift towards a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In this process,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adopted a top-down approach, forming a government-led system for the suppl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continuously formulating overall national strategic plans at the state level, dynamically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lated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stablishing multi-departmental collaborative working mechanisms. Subsequently, it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through full-process financial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ntity framework,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talent reserves. Drawing on Singapore's experience, China can leverage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in building i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By adopting flexible funding strategies and establishing reliance networks, China can progressively achieve the cumulativ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government-led; Singapore


------------------------------------------------------------
收稿日期：2024-02-25，修回日期：2024-05-14

项目来源：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项目“新加坡媒介融合模式与社会共同意识塑造研究”（AMRC2021-6）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提出了一系列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部署。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激活科技创新力，推进社会深度数字化”作为新冠疫情后经济重启的动力来源，全球迎来科技创新制度供给高峰。在此背景下，对科技创新体系和制度的讨论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创新领先国家。2022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新加坡在政府效率、信息通信技术准入、风险资本投资与高科技制造业等11项创新指标中位列全球第一，创新指标领先数量仅次于美国[1]。尽管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且在成立之初科技创新基础薄弱，却在短短60年间跃升为世界领先的创新型国家。新加坡实现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为科技创新制度研究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样本。因此，深入探究新加坡政府如何通过战略布局、政策规划以及制度创新，在科技创新领域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并进一步构建起促进科技创新持续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中国政府制定科技创新政策、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1.1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及其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行为主义、历史社会学、理性选择等理论发展推动下形成的新制度主义流派之一。该流派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取向，结合历史分析与制度研究，在较长时间跨度内探讨历史性的因果关系（historical causation），旨在构建关于延续与变迁的理论框架。作为一种中层理论，历史制度主义重点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制度和结构，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等。通过对过程的追踪和因果机制的分析，历史制度主义在宏观制度结构与微观政策行为、政策结果之间建立了因果链条，展示出特有的理论优势[2]。
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视为因变量，注重特殊历史过程和环境要素的综合作用[3]。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者尤其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要理解一个有趣的结果或一组安排，通常需要分析长达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过程。他们不仅关注过去本身，还着眼于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过程。Pierson等[4]将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的特征归纳为3个方面：实质性议程（substantive agendas）、时间参数（temporal arguments）以及对背景和结构的关注（attention to contexts and configurations）。
近年来，随着North[5]、Wuthnow[6]、张五常[7]等学者对经济增长、现代意识形态崛起、中国经济制度的研究深入，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综合理论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其理论解释力也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在国家科技制度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西伦[8]通过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的历时性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揭示了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技能形成体制（职业培训体制）多样性的来源，即制度所处的宏观现实环境中，各种事件及行动过程的结果充斥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形。Arthur[9]13论证了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等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对理解高科技经济发展规律的适用性，并将科技发展及其产生回报递增效应的自我强化机制4个来源归纳为：庞大的创办成本或固定成本（large set-up or fixed costs）、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s）、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s）、自我强化预期（self-reinforcing expectations）。如诺斯[10]31认为【文献10著录的是保罗·皮尔逊的文献？不一致，请再核实】，Arthur[9]133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科技发展的社会互动特征，而且提供了在社会相互依赖的复杂语境中进行制度研究的思路。因此，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研究为在全球化这一世界性历史进程中解读新加坡科技创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分析框架和研究范例。
1.2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1.2.1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分析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概念源于David[11]技术选择及演化路径的研究，指当一种技术因偶然因素被选定后，后续的技术选择便被锁定在特定的开发路径上，而这条路径未必是最优[12]。North[13]92-106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制度研究，使其成为历史制度主义探讨中长期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关键概念。路径依赖研究注重过程分析，尤其强调开端的重要性。因为一旦特定路径确立，自我强化的过程将使其难以逆转[14]。这种自我强化已在政治生活、经济领域、思维模式等方面得到广泛证实。路径依赖理论的研究提示，在制度创设或变迁的过程中，组织内外的冲突、行动以及利益联盟都会影响制度绩效和走向，应充分关注远期事件及时间过程中的因果联系。
近年来，Grillitsch等[15]、Baumgartinger-Seiringer等[16]学者基于对区域产业创新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路径输入（path importation）和路径转型（path transformation）两种发展路径；同时，Miörner[17]发现了系统性选择（system selectivity）对区域创新体系重新配置的重要性，为本文的区域性路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1.2.2历史制度主义的次序、时机与关键节点分析
历史制度研究认为，以深远的方式连接着看似分离的社会过程，次序、时机和关键节点是理解重大结果产生的3个要点。首先，次序是解释时间秩序和理解制度自我强化机制的重要切入点。Tilly[18]指出，事件发生的次序会影响其发生方式及后续结果。其次，时机是分析时间序列中不同元素、事件之间互动效应（interaction effects）如何发生的关键，即考察事件或过程的同时性时机（synchronized timing）。第三，关键节点侧重于考察导致制度断裂或突变的时代背景、原因及其对制度走向的影响。Mahoney[19]认为，关键节点是提供变革机会的时刻或事件，也是从多个备选方案中选择特定制度安排的机会。
2  新加坡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历程
自1965年赢得政治独立以来，新加坡已成功实施了4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初，该国由原本单一的转口贸易依赖逐步转型为进口替代工业，再发展到以出口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20世纪，新加坡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开放的市场环境，顺利完成了向资本密集型与高科技产业的转变跨越，新加坡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和支持显著增强。到21世纪，新加坡再次开启从效率驱动型向创新驱动经济的转型，将构建科技创新体系作为实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部署。
2.1 1980－2000年：创新战略布局，应用研发扩张
20世纪80年代之前，新加坡的经济产业结构高度依赖劳动力市场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引进。随着全球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业务不断扩展，新加坡本地的加工技术实力和配套产业链快速增长，其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由此，新加坡提出以高新技术产业取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转型战略，旨在推动产业升级。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科创新体系建设正式启动。1991年，新加坡国家长期发展委员会（The Long Term 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发布的《新加坡：下一阶段》（Singapore: The Next Lap）未来愿景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20年内赶上先进国家，必须专注于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同年，新加坡设立了国家科技局（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Board, NSTB），隶属于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 MTI），并推出首个科技创新五年规划——《国家科技发展计划1995》（NTP1995）。该计划通过投入20亿新加坡元的公共研发资金，重点支持信息技术、微电子、电子系统等9个领域的研发[20]，以促进企业的技术更新，培养科技人才，并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
1996年，新加坡颁布了第2个五年规划——《国家科技发展计划2000》（NSTP2000），将公共研发预算提升至40亿新加坡元[21]。该计划着重于增强本地技术人才招募与培养，提升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以及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同年，新加坡国家生产力局（NPB）、新加坡标准与工业研究所（SISIR）和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的中小企业发展部门合并，成立了新加坡生产力与标准局（PSB）。在这一阶段，科技创新战略侧重于工业集群的发展，通过材料、信息技术与电子等领域的研发创新，激活国家工业的创造力，提升企业竞争力。
到《国家科技发展计划2000》完成之际，新加坡的公共研发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8%，较1990年增长了121.1%；研发机构数量增加了99.3%，研发专业人才数量增长了3倍，专利申请、授权与保有量大幅增加，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密集度与研发投资成果均实现了飞跃式增长[22]。
2.2 2000－2010年：技术领域扩展，重视基础研发
21世纪初，新加坡的执政者意识到基础研究，特别是生命科学对于企业乃至国家发展的关键作用。为此，新加坡政府对国家科技局进行了重组，并于2002年更名为科学技术研究局（The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A*STAR）。该机构专注于发展新加坡在生命科学、技术与工程领域的研发实力与人力资源，通过指导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以及促进研发成果的应用转化，对新加坡的科研创新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年4月，新加坡生产力与标准局（PSB）更名为新加坡标准、生产力和创新委员会（Standards,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Board），其宗旨在于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确保产品与服务质量，并推动新加坡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融合。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新加坡进入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新加坡进一步增加科技研发资金的投入。在2001年发布的第3个五年计划——《国家科技发展计划2005》（STP2005）中，公共科技创新投入增至70亿新加坡元[23]。其中，新加坡科学技术研究局管理50亿新加坡元，用于支持研发人才的培养与技术创新研究，即人力与知识资本的投资；其余的资金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负责，支持私营部门的研发及工业产品开发，即产业资本的投资。在这一阶段，新加坡对生命科学的重视尤为显著。科技规划的重点转移，体现了新加坡科技发展的新方向，即不再局限于工程技术的升级迭代，而是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2006年，随着《国家科技发展计划2010》（STP2010）的发布，新加坡成立了研究、创新和企业委员会（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Council, RIEC），由新加坡总理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高级政府官员、行业领袖以及科技专家[24]。该委员会致力于提供战略方向、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与加速技术成果的转化，以提升新加坡在科技战略领域的国际地位。同年，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NRF）成立，该基金会在现有的科技研发框架下进行评估与补充，对科学技术研究局未涵盖的新研究领域，如水与环境工程、互动数字媒体等进行资助。
至此，涉及政府部门、基金会等多部门、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新加坡国家科技创新研发体系架构基本搭建完成（如图1所示）。同年，新加坡启动“智慧国家2015”计划，旨在通过科技与信息化的双重创新路径，从研发与应用两个层面对科技创新与转化进行战略性引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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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加坡科技研发体系架构
截至2010年年末，新加坡公共研发总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达2.01%，境内共有858家研发机构，聚集了28 296名研究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才；专利申请、授权与保有量是2001年的4倍多[25]。2000－2010年，新加坡政府信守对公共研发投资的承诺，研发能力与技术产能显著增强，政府管理机构通过规划性的整合，构建了一套完善的支撑体系。

2.3 2010年至今：关注新兴领域，面向未来全球
2010年，新加坡开始重点发展研究密集型、创新型和创业型经济，科技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商业化并重。2011年，新加坡发布新的科技计划《研究、创新和企业2015》（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2015, RIE2015），将研发投资金额增至160亿新加坡元。该计划不仅继承了原有科技政策的框架、人才引进策略和科技转化投资政策，尤其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提出了促进私人与公共投资协同发力，以推动多学科领域的突破性科学研究。
2016年，新加坡发布《研究、创新和企业2020》（RIE2020），将研发投资增至190亿新加坡元，并创设“空白基金”以资助那些尚未预见的研究领域。2018年，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Singapore, IES）与标准、生产力和创新委员会的整合，成立新加坡企业局（Enterprise Singapore），以更好地支持企业发展。
2020年发布的《研究、创新和企业2025》（RIE2025），预示着研发投资将达到250亿新加坡元[26]。新规划聚焦于制造、贸易和连接（MTC）、人类健康与潜力（HHP）、城市解决方案和可持续发展（USS）、智慧城市与数字经济（SNDE）4个战略领域。具体措施包括针对性地提供研究经费组合，加大对中等规模项目的补助；强化纳米电子学、营养遗传学等新兴学科领域的研究，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复杂挑战的跨学科探索；扩大行业与市场创新集群规模，推动公共部门与企业的生态协作平台建设，进而推进经贸产业网络的全球化。该科技规划面向全球科技格局发展的快速变化，更加关注未来和新兴领域的发展，重视国际合作与商业转化，为应对数字化加速、公共健康、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国际议题提前布局研发支持。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新加坡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研发规划的实践中已取得显著成效。在2020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新加坡被评为亚太地区最具创新力的国家[27]；在国际产权指数中居世界第二[28]；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在全球高校排名中分别位列第8名和第26名[29]。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新加坡已成功构建起基础科研、商业转化和人才建设相互支撑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发展模式。 
3  新加坡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经验
3.1危机意识：影响路径选择的初始因素
1965年，刚刚独立的新加坡国土狭小、人口稀少、资源匮乏、产业基础薄弱，加之与马来西亚关系紧张，整个国家面临着生存危机。李光耀曾用“被赶出来”（turfed out）来形容新加坡独立的艰辛历程[30]229。这种脆弱性和危机感深刻地影响了新加坡的外交策略、经济发展及国家战略制定，脆弱主题在新加坡的国家叙事中屡屡浮现。现实与历史的交织塑造了新加坡强烈的小国危机意识，使其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
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使新加坡的造船和航运业受到冲击，而中国的迅速崛起又使新加坡丧失了低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新加坡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面对世界经济波动所显露出的脆弱性，这一时期成为了新加坡发展道路的关键转折点。在这紧要关头，新加坡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强化技术实力，提升国家竞争力，迅速出台了《新加坡：下一阶段》《国家科技发展计划1995》等系列政策，正式开启新加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进程。
3.2政策供给与机构调整：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创新系统建设路径
在新加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尤其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根据全球经济、技术格局变化态势不断调整经济战略重点，但始终以促进创新和发展为核心目标进行探索和实践。为此，新加坡通过持续增加科技投入和优化创新政策，扶持科技研发，促进产业转化应用，以激发市场经济活力，推动国家经济从效率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科技创新的发展与转化应用依赖于规制体系的及时调整与更新[31]。为降低市场探索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沉没成本，加快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速度，新加坡政府采用自上而下的密集型政策供给，涉及国家发展战略、资金扶持政策、监管部门设置、法律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
另一方面，新加坡通过动态调整科技创新相关政府部门架构和职能、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等方式，使政府体系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国家科技发展的需要。从新加坡生产力与标准局的建立与重组，到研究、创新和企业委员会与国家研究基金会等机构的设立，新加坡政府的机构设计与调整均以推动科技战略落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效率为目标。多部门协调执行的运行模式既确保了科技创新发展所涉及的、复杂的执行工作能够分派给各行业主管部门或机构，又能保持各领域之间的顺畅沟通和战略层面的协同整合。
在新加坡科技创新体系的初建阶段，以国家强制权力作为后盾的高密度政策安排，为科技创新行动提供了明确指引，成为激励国内外相关行动者（政府部门、研发机构、企业、人才）的诱因和资源。与此同时，政策和实施保障体系为不同主体的行为调节提供了依据，从而使科技创新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从更深层次来看，任何国家制度都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与其他制度高度联结、相互拱卫以及共同作用下形成路径依赖的结果[32]。新加坡科技战略的初始动力不仅来源于国家科技制度的供给，还有赖于人口、投资、税务等国家其他制度的支撑和配合。例如，新加坡的海外人才移民政策始终在经济发展需求和保障新加坡公民利益之间审慎调整，并将移民融入辅导纳入整体移民政策规划之中[33]。
3.3资金投入与全过程支持：激发多元主体间的协调效应
资金政策是新加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较为突出的部分。资金政策和资金支持方式呈现“以基础设施为先导，政策性资金支持覆盖全过程和多主体”的特征。
一方面，新加坡不断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设立研发园区项目以及高科技集群等为企业、机构、投资者提供基础物质保障。例如纬壹科技城（One North），作为新加坡NTP1995中的基础设施项目，汇聚了研发设施、高等教育机构、风险投资公司等多种主体，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科技创新中心。2015年，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引入国家研究基础设施框架，不断加大投资以保障国家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的更新升级。另一方面，新加坡通过设立各类基金、研发津贴计划与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全流程给予资助，既保障了研发机构的科研创新，又对科研成果转化、基于科研成果的创业实践等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框架建设提供支持[34]，引导企业参与科技研发。其中的代表性项目包括1994年设立的学术研究基金，以及新加坡标准、生产力和创新委员会，新加坡科学技术研究局，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等部门推出的科技企业商业化计划、企业技术能力提升计划、企业研究奖励计划等，这些计划覆盖了科技研发创意概念期、产品原型期、企业种子期、企业早期、企业成长期、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前期的全流程环节[35]；同时，新加坡对研发活跃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通过降税免税等措施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新加坡逐步建立起紧扣科技创新全过程的财政支持体系。政府的资金投入不仅发挥了资本性投资的作用，而且促进了国家战略与主体实践之间衔接，成为私营部门、公共研发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的资金使用的“指挥棒”。Hall等[36]指出，如果特定经济制度和组织非常契合特定类型的组织所构成的环境，其收益将会增加。随着企业科技研发的回报递增，资金政策对私营部门科技研发投入的引导所产生的正反馈效果明显（如图2所示）。1990－2020年新加坡科技研发的相关资金投入数据显示，政府投入、私营部门投入及全国总投入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三者之间表现出一致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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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加坡不同主体的科技与研发资金投入年度分布
3.4实体框架与人才储备：面向累进结果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次序选择
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各个部分的建设也会有先后次序之分。从公共资金的支出到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涉及基础设施、人口结构、社会观念、发展环境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过程。其效果需要在较长时间内以累进的方式逐步呈现出来。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和系统结构正是公共政策产生累进结果的关键。新加坡政府在设计科技创新系统建设次序时，以对“系统结构的基础性功能”和“在系统中关联的广泛性”为优先级判断依据，在首个五年计划中就将实体框架和人力资源体系的建设列为了重点内容。从后续发展来看，实体框架和人力资源政策在巩固新加坡科技创新体系稳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执政者偏爱通过秩序设计保障政策执行。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对提供发展秩序的实体框架的建设，包括稳定且能干的政府、良好的交通和大众运输服务、与国际相连的运输通信中心、有吸引力的公共住房、提供高水平配套服务的经济体以及以植物为核心绿色资产[30]232,334。因此，在新加坡的科技体系发展规划中，实体框架建设始终处于优先位置，涉及政府部门、科技园区、人才住房、配套体系等方面。在资金投入上，政府也将硬件条件视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优先投资以提高科技创新战略实施的成功概率。在政策、产业、资金与技术的多方面引导下，新加坡形成了符合自身发展逻辑的稳定实体框架与卓越科技人才培养系统策略[37]。
在新加坡的科技创新战略中，面向长期发展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主要包括本土人才培育和人才引进两个方面。在国内，新加坡主要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培养本土研发人才；通过建立科技中心开展高科技行业劳动力职业培训，或是通过奖学金、奖励计划支持研发人员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面向海外，新加坡实施宽松的移民政策与科技优惠政策，设立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永久居民计划、抵境永久居民计划等技术人才引进专项，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新加坡还高度关注海外人才在本地的融入，2007年，新加坡人民协会设立国民融合主导员（INC）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2008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与人力部联合设立“联系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项目，并在全球设立5个分支机构[38]，为国际人才在新加坡生活、学习和工作提供全面的协调服务。
4  可供借鉴的新加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经验
总体来看，新加坡科技创新系统建设的成效明显，国家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已跻身全球领先国家之列。尽管新加坡与中国在科技创新发展的初始条件、制度体系、行业规模、人才资源等方面差异明显，但其所采用的制度供给方式和科技创新体系建构路径与英、美等国采用的市场主导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来自亚洲国家的实践案例。
4.1发挥政府力量，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注入初始动力
新加坡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具有突出的强政府特征。在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科技创新体系设计，再到创新领域选择、资金分配、人力资源规划等各个环节，新加坡政府都发挥着主导作用。有研究表明，新制度和新政策往往伴随着高额的固定成本、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它们可以鼓励个人和组织在专门技能上投资，加强与其他个体和组织的联系，并形成特殊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39]。在制度密集的环境中，初始决策与行动推动个人行为进入难以逆转的路径[10]42【核实】。该模式有利于发挥政府的政治权威力量，减小路径起始阶段的阻力。值得注意的是，强政府模式的成功有赖于政府自身的持续优化和调适。新加坡政府在科技创新系统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动态调整部门架构和职能，保证政府能力与行业发展阶段特征、需求的相匹配；建立由总理担任主席的研究、创新和企业委员会，提高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性，保障各部门政策的指导性和一致性。
4.2用活资金策略，彰显国家投资的多元效能
资金政策是新加坡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从1991年提出第一个国家科技计划开始，不仅关注科技创新的启动，还逐步构建一套覆盖国家科技创新全程、面向各类主体的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体系。该体系包括概念证明资助、学术研究基金、早期风险基金、技术学院转化研发资助、技术差距基金、成长企业技术升级计划、部门特殊加速器、空白基金等多项补助方式。Lee等[40]证实，非正式投资、技术激励等措施对科技创业意向、高科技人才工作满意度等因素之间有着明显的强化作用。借鉴这一思路，中国可从功能和目标出发，将面向科技创新领域的资金支持细分为成本投入、政府投资、引导性基金、奖励等不同类型，并根据科技创新发展的时间秩序和阶段性需求，合理分配资金规模比例，从而使资金政策成为系统运行的指挥棒与纽带，不仅发挥其资本性功能，更在科技创新的各环节之间发挥连接、促进的作用。
4.3建构互依网络，实现科技创新发展的累进效应
North[13]27指出，制度安排引起互补的组织形式，转而鼓励新的互补性机构的发展，逐渐产生制度格局相互依赖的网络。从长期来看，这种网络格局产生了大量的递增回报[10]32【核实】。进一步而言，众多主体需基于对未来预期的认可而采取一致行动，步入持续产生正反馈的路径依赖。新加坡在整个国家系统重点建立了以科技公共部门、企业、人力资源为核心的互动依赖网络，并借助科技外交、海外科技园区、海外人才储备库等方式与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相连相通，实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组织化、空间聚集和跨界合作，从而建立起能够有效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国家创新体系[41]。2017年，新加坡提出全球创新联盟（Global Innovation Alliance, GIA）倡议，扩展新加坡学生、企业家等与全球创新中心的联系以获得海外科技经验，协助科技企业进入海外生态系统，助推本土企业与海外创新社区的联动，实现国际科技领域的双向交流。因此，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的正反馈通常不是体现在某个组织、企业或机构的层面，而是从更宏观层面体现出来。对中国而言，科技创新不应局限于科技领域，而应通过建立核心依赖网络和开放包容的协同创新系统，在更广阔范围内以及与社会各领域的互动中探索长期发展路径。

5 结论
通过对新加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的分析和讨论发现，新加坡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模式设计和路径选择与国家历史和资源禀赋有着密切联系。强烈的小国危机意识和对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敏锐感知是新加坡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初始因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新加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创新系统建设路径，建立起了动态调整科技创新相关政府部门架构和职能的机制以及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形成了以持续性政策供给、动态调整管理机构、全过程资金支持、实体框架建设优先和重视人才储备积累的发展策略。借鉴新加坡经验，中国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可充分发挥政府力量，从用活资金策略、构建依赖网络等方面着手，逐步实现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累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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